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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宗教与政治史·

主教制度改革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国家建构

赵博文

内容提要 英国宗教改革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都铎王朝的君主们确立了一

个听命于至尊王权、独立于罗马教会的英国教会。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将英国的
主教任命权收归国王，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世纪晚期，英国的主教具有双重身
份，他们既是国王的封臣，又是罗马教皇的使节，在身份和职能上都具有双重性。英国的
宗教改革终止了国王和主教之间的封建关系，使二者的关系变成普通的君臣关系。主教
的职能被限定在宗教领域，主教被取消了一系列宗教特权。通过改革主教制度，英国国王
实现了在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完整的司法审判权，英国的主教群体成为至尊王权的捍卫

者。主教制度改革加速了王权对于英国教会的控制，是都铎时期英国国家建构的重要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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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是中世纪以来英国教会系统的中枢。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
落入了中间人的手里……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
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①作为中间人的主教，在中世纪具
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英国国王的封臣，拥有国王授予的大量地产和财产，对国王履行封建义
务;另一方面，他们是教皇的使节，是英国宗教的权威，享有司法豁免权。英国的宗教改革将中世纪
以来的教会系统进行了改革，作为教会系统中枢的主教群体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改革的对象，并且被

历史学家们所长期关注。

英国史学界对于主教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将英国的主教群体置于宗教改

革的大背景下，考察主教群体对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政府政策的态度及执行情况; ②其二是从社会

阶层流动的角度，考察宗教改革时期英国主教群体的地区性来源和受教育程度，来揭示这一时期

主教群体的专业化程度和选材的广泛性，证明英国宗教改革参与度的广泛性。③ 国内学者主要从王
权和教权的关系角度，考察主教群体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变迁，梳理教职人员圣职授职权之争，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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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皇权至尊”到“王权至尊”的转变过程中，主教群体的态度变化; ①或者从封建权力的角度考察
主教群体。② 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少有人将主教制度视为一项政治制度，从国家建构
角度对其进行考察。16 世纪是英国近代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这种重要性体现在英国的宗教改革
实现了政教的初步分离。17 世纪，霍布斯在其重要政治著作《利维坦》中明确了王权控制教权是近
代国家的一个标志。霍布斯指出，一个国家“之所以被称为世俗国家，是因为组成者是人; 之所以
被称为教会，是因为其组成者是基督徒。世界上的世俗政府和性灵政府只不过是为了使人眼花缭
乱，认不清其合法主权者而搞出的两个名词而已……这统治者只能有一个，否则在一国之内，国家
与教会之间，性灵方面与世俗方面，以及法律之剑和信仰之剑之间就必然会出现党争和内战”。③

因此，一个近代国家的统治者只能有一个，中世纪双剑理论所提倡的教权和王权并立的格局必然被

打破。

英国宗教改革改变了主教的双重身份，主教的职能也被相应地限制。国王同主教之间封建关系
的解体，是英国迈入近代国家的重要佐证。15 世纪英国的政治结构中，世俗人员代替神职人员在王
室行政管理中的地位，④政教分离加速了英国近代官僚体系的建立;与此同时，主教群体的职能出现

了职业化、单一化的趋势，成为至尊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该视角去解读英国宗教改革时期
的国家建构，从该维度考察王权和教权关系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主教制度改革的原因

在中世纪的英国，教职人员的职能被定义为“作为上帝的仆人日夜不停地为我们祈祷，在精神上

与不可见的敌人斗争”。⑤ 教职人员的社会分工被定义为在精神上为人们祈祷。但是中世纪的教职
人员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教区任职、与世俗权力产生交集的神职人员;另一类是在修道院内从事修道
生活的神职人员。主教作为教区的首脑，在宗教领域的影响力极大。布拉迪克认为，教会和政府的
组织形式颇为相似，但是所掌控的权力性质有所不同:国家掌握实际的权力，教会则掌握精神领域的

特权，例如利用布道坛作为媒介，宣传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或者动用宗教资源进行征税或者战争动

员。⑥ 但是这是理想的社会分工，实际上在中世纪的英国，政教关系交织在一起，英国主教群体在世
俗政治中的参与度极高。

英国宗教改革之前，主教首先是教士群体的领袖，对教士群体加以监督和规范，同时又作为国王

的直属封臣为王权服务，处理王国的世俗事务⑦，具有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是主教群体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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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
所有者。”①“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②教会经济同封建经济结构融为一
体，相应地，教会的权力也同封建权力交织在一起。因此，都铎初期的主教在职能上呈现多元化趋
势，一方面他们在都铎政府的司法、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国王的重要幕僚;另一方面在宗教领域
施加巨大的影响，并且主教团体的政治属性强于宗教属性。例如约翰·莫顿( John Morton) 和史蒂芬·

加德纳( Stephen Gardiner) 等人，担任主教职务并非由于其出色的神学造诣，而是由于其杰出的政治、

法律和外交才能。③

兼具教俗两界权力的主教群体，在宗教改革前的英国政治结构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其既

能在世俗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又不完全受到王权的限制，并且呈现出诸多的弊端。

首先是主教的任免并不完全由国王决定。双重的职能定位，决定了主教的任命也由国王和教皇
共同决定。具体模式为，国王选择心仪的主教人选进行推荐，再交由罗马教皇批准，教皇颁布谕令
( Bull of Provision) 进行确认。大部分情况下，教皇会批准国王推荐的候选人，教皇也会派遣神职人
员，到各个教区担任主教。亨利八世执政之初，就有三位来自意大利的教皇使节担任英国的教区主
教。④ 但也有特殊情况发生，例如，1521 年，亨利八世攻占了法国的图尔奈( Tournai) 之后，向罗马教
皇推荐该地区的主教。但是，由于亨利八世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得到教皇的许可，为此，教皇反对国王
提出的主教人选。⑤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王权和教皇权大体上能做到合作，正如教皇庇护二世曾经论
述道，主教制度是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融合的产物。⑥ 但是国王和教皇因为圣职推荐权产生的偶发
性矛盾，也贯穿这一时期的始终。基督教的有识之士曾经在中世纪提出过解决的方案，即世俗君主
放弃对主教的授职权，主教放弃世俗君主授予的地产和特权，⑦以达到王权和教权彻底分离的目的。

但是主教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世俗君主亦不愿放弃对教会的控制，该方案最终搁浅。因此，中世纪
以降的英国主教，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在教区担任宗教首脑，同时是国王的重要幕僚。亨利八世时期
的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 Thomas Wolsey) 就是双重身份的典型代表。他是亨利八世的中书法
官，同时担任约克大主教和教皇使节，在教俗两界都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同时，国王也无法单方
面免除主教的职务。在 14—15 世纪，国王法庭可以审判教职人员，但是主要是以封君的身份审判封
臣，剥夺主教的个人财产和封地，但是无权免除主教的职务。⑧ 这意味着即便主教的政治立场同国王
不同，国王也不能依靠王权罢免主教。

其次是主教群体享有诸多的特权。首先主教们不仅享有宗教领域的审判权，而且还享有司法豁
免权，即教职人员的罪行，需要交由教会法庭审判，国王法庭是无法审判的。约翰·费舍尔 (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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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 就曾经视宗教审判权为教皇、主教和普通教士之间等级差别的主要因素。这就导致了宗教改
革之前的国王，不享有本王国完整的司法审判权。国王是否有权审判主教，就产生过极大的争议。
1532 年，曾任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两朝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威廉·沃姆( William Warham) 被议会指控
犯下王权侵害罪( Praemunire) ，因为其曾经在 1518 年，国王正式颁布主教任命之前，擅自为圣亚萨
( St. Asaph) 教区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为此，沃姆为自己辩护道:

如果在得到国王的任命之前，大主教无法为罗马教皇认定的教职人选举行祝圣仪式，那么

就意味着大主教的权力需要完全依附于国王，那么大主教的权力也就变得无足轻重，这是违背

上帝律法的行为……一个人能够成为主教，并不在于祝圣仪式，而在于罗马教廷的承认;他的司
法审判权也不源于祝圣仪式，而源于宗教秩序……如果国王能够通过世俗的法令，延迟主教的
祝圣仪式，那么教会将会没有主教，也就没有司祭，所有的圣礼也将终止。①

沃姆认为，主教们履行宗教义务仅应受到教会法的限制，英国的普通法无法对教职人员产生

效力。甚至主教们可以开除教籍和判定异教徒，是否接受炼狱的洗礼，“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在削弱
国王的权力，他们不是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人”②。同时，以主教为首的教职人员还享有极大的经济特
权。西蒙·费希( Simon Fish) 曾经抨击英国的主教们掠夺了英国“最好的地产、庄园、农田和领地，同
时还收取各种什一税”③，主教们并不热衷于为人们祈福，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剥削钱财，这种情况
将会造成国家的贫困，“这些懒惰的、巧取豪夺的人希望从国家的第三个部分( 教会) 中获得更多的
利益”④。

最后是主教群体对于世俗政治的参与度过高，神学的专业知识相对不足，对于布道这一本职工

作并不热衷。1512 年科利特在坎特伯雷教区宗教会议上的布道词中抨击教职人员滥用职权，呼吁主
教们主导教会的改革。他认为英国教会的改革不在于颁布新的法律，而在于贯彻已经出台的法令。

主教的选举标准不应该基于他们在世俗领域的能力，而基于其在宗教领域的造诣，同时，主教的人选

应该接受更加专业和严格的神学考试⑤，从而提高主教们的整体水平。在 16 世纪 20 年代，英国主教
们的主要职责是为王室服务，很少专注于本职的布道工作。例如在亨利八世统治的前期，英国的主
教们大都接受的是法律方面的培训，只有少部分的主教接受的是专业的神学教育，这就使得主教群

体无法很好地胜任布道的工作。正是由于这种职能的薄弱，使得宗教改革开始之后，英国出现了“服
从危机”( crisis of obedience ) ⑥。这种危机引起了英国政治精英的警觉。威廉·廷代尔 ( William
Tyndale) 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宣传，教会所宣扬的一些理念，就是“引导民众不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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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鼓励他们对抗自己的君主”①; 宗教改革开始后，主教群体亦未能正确宣传亨利八世的至尊王
权，以约翰·费舍尔( John Fisher) 为代表的一些主教公然反对国王的政治主张，甚至认为英国的普
通法无法惩罚持反对态度的主教。由于主教们对于布道工作的缺失或者滥用，在宗教改革最初阶
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以至于克伦威尔不得不通过颁发许可证，来控制布道的内容。如约
翰·胡珀( John Hooper) 所言，宗教改革前，大部分的主教是国王的仆人，他们“更关乎自身的发展，
而不是规范教士群体”，因此教职人员不能同时兼任世俗和宗教的职务。② 有鉴于此，对于主教群
体的改革是亨利八世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亨利八世的离婚案直接导致了国王和罗马教廷的决裂，国王开始着手在英国推行宗教改革，改

革的重点是王权对于国内教权的管理。国王通过颁布法律文件和重新分配地产，初步确立了王权高
于教权的原则。1533 年国王同安妮的加冕典礼上，国王在加冕词中宣称“保障教会的权力和自由，
就像以往的英格兰君主授予教会的一样”③，这和中世纪以来的加冕誓词内容一脉相承;但是亨利八
世对于这种权力进行了附加的说明，即“这些权力和自由不能够伤害司法的公正和王室的威严”。④

从誓词内容的变化中不难看出，过去英格兰的国王们赋予了教会极大的自由和权力，却并未明确规

定王权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在新的誓词中，明确规定了教会的权力和自由不得逾越国王的权

限，也不能逾越司法的地位，即教会不仅要接受国王的领导，而且要在英国的法律框架下活动。1534
年颁布的《至尊法令》( The Act of Supremacy) 规定，“经由本王国教职会议的承认，议会法令的确认，
英国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法令同时规定了国王对于异端审判、制定教会法令等方面享
有的一系列特权。⑤《至尊法令》的颁布，不仅确立了国王对于英国教会的管辖权，也涉及王权限度
的界定，即王权对于王国内的宗教事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1537 年颁布的《主教书》和 1543 年颁布
的《国王书》是亨利八世执政时期颁布的规范政教关系的文件，这两份文件明确规定了英国的神职人
员应该对国王负责，而非罗马教皇; ⑥神职人员只能在国王的许可和权威下行使权力……并且受到法
令和法律的限制。⑦

亨利八世主导的宗教改革，还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来削弱教权对世俗政治的影响。通过解散修
道院，国王没收了大量的教会地产。被没收的教会地产并没有按照封建原则进行再分配，而是通过
赏赐、出售、出租等方式分配，教士开始逐渐脱离了封建土地关系。国王通过合并、新设教区，来改变
英国教会的基本架构。英国宗教改革开始之后，亨利八世开始着手重新规划教区。根据斯特莱普
( Strype) 的记载，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开始之后，就设计了一个重新划分英国教区的蓝图，旨在打破
旧有的宗教秩序。“国王打算设立更多的主教职位，数量有 20 个，例如在埃克塞特郡的沃尔瑟姆
( Waltham) 设立新的主教区，在赫特福德郡设立圣·阿尔比昂( St. Albion) 主教区，尽管原有的教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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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更大的权力。”①爱德华六世继续对教区的划分进行整改，如解散了威斯敏斯特教区，合并了
伍斯特教区和格罗斯特教区，将杜伦主教区一分为二，等等。② 对于教区的改革，在改变英国教会架
构的同时，也在改变中世纪以来土地所有关系的框架。

被没收了地产的主教不再是国王的封臣，对于国王不再负有封建义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国王放弃对英国教会的管控，而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规范王权和教权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通过

议会法令，由王权控制主教授职权;主教也从国王的封臣，转变为王权的附庸，成为国王的大臣，按

照议会法令规范行事。每一位主教都明确自己在新的教会体系中的作用。③ 马克斯·韦伯认为，利
用立法来行使政治权力是近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④

亨利八世主导的宗教改革，降低了教权对世俗政治的影响，确立了王权高于教权的原则。这引
发了英国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主教制度作为英国教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根本性的

改革。

二、主教制度改革的措施

亨利八世的离婚案直接改变了英国教职人员的职能定位。由于神职人员不支持国王同凯瑟琳
的离婚案，亨利八世提出教职人员应该主要掌管心灵事务，不应该掌管身体的事务。⑤ 随着沃尔西的
倒台，教职人士从重要的宫廷与政府职务中被世俗人士取代。接替沃尔西成为中书法官的是托马
斯·莫尔( Thomas More) ，莫尔是一位普通法法官，自莫尔之后，都铎王朝的中书法官一职改由普通法
法官担任。⑥ 自亨利八世开始，都铎王朝的君主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将主教群体的任命权控
制在国王手中，剥离主教们的行政属性和特权，将其职能固定在宗教领域。

首先是主教的任免完全由国王决定。1534 年议会颁布的《停止向罗马教廷交纳岁贡法案》( An
Act Ｒestraining the Payment of Annates) 规定，“如果以国王及其继承人的名义，在英国范围内任用的主
教人选遭到罗马教皇的反对，并以不签署教皇诏书( papal bulls) 的方式予以搁置或者否定……那么
这些主教的人选，应从国王任命之日起履职……如果罗马教皇以没有教皇诏书为由否认主教的人
选，那么国王及其继任者应该给主教们以支持”。⑦ 在该法案中，当主教的职位空缺时，国王可以通
过提名—选举的程序任命主教，意味着国王可以越过教皇，直接决定英国各个教区的主教人选，而当
选的主教也相应地承认国王在宗教领域的权威。例如罗兰·李( Ｒowland Lee) 在被提名为考文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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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主教人选后，就宣称自己的职位“完全是作为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至尊首脑的国王的馈赠”。①

这种宣示效忠并不是个案，埃尔顿曾经论述到，克伦威尔在 16 世纪 30 年代以宣示效忠的方式，让主
教们认可新的政教关系。② 这种以宣示效忠的方式在英国历史上没有先例，宗教改革之后的主教任
命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国王越过罗马教皇直接干预主教的人选，而英国的主教也向王权宣示效忠。
1539 年颁布的《国王任命主教法案》( An Act for the King to Make Bishop) 正式确立了国王对于主教任
命的控制权。该法案规定，“在议会的授权下，国王全权决定主教的数量、主教的人选、教堂和教区的
数量……国王同时有权颁布涉及宗教的法令来规范宗教事务，并且监管主教对于这些法令的执行情
况……国王经议会授权，可以通过任命书直接任命主教”。③ 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选举教区主教大
致可以分成三个步骤，首先是国王提出主教的人选，其次由国王向坎特伯雷大主教传递候选人的名

单，由大主教进行人选的确认，最后举行主教的任命仪式。④ 可以说，大主教在主教任命过程中的定
位，仅仅是为新任主教举行圣职授职礼。对于主教任命的方式，克兰默指出，“《圣经·新约》没有规
定主教的任命需要祝圣仪式，因此只依靠任命或者选举，就能成为真正的主教”。⑤ 在克兰默看来，

祝圣仪式并不是《圣经》规定的必要条件，国王任命或者民众选举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

爱德华六世继位之后，摄政委员会随即发布政令，重申王权对于主教任命的控制。法令强调，
“主教和大主教的选举或者推选许可( Conge d'elire) 不得妨害或者贬低至上的王权……如果没有举
行选举或者推选许可，国王对于恰当人选的任命书可以避免主教选举出现无效的情况”。⑥ 该法令
进一步强化了王权对于教职人员的任命，即推举的人选不得侵害至尊王权，并且进一步简化了主

教任命的程序，即可以免去选举的流程，直接由国王的任命书指定主教人选，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

能仅仅是按照宗教的礼仪，对新任的主教进行祝圣，使得任命的流程在宗教领域合法化。1547 年
的这项法令，明确了主教成为王权的附庸，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权被剥夺，成为王权控制主教们

的工具。爱德华六世时期颁布的《公祷书》则明确规定了英国教会的秩序，规定了英国的教会职
务由下至上分别为执事、司祭和主教，并做出如下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有资格出任执事，年满
二十四岁才有资格成为司祭，年满三十岁才能够被任命为主教”⑦。其中，执事和司祭的任命仪式
由主教主持，但是主教并没有任命此两项职位的权力，换言之，主教只是有特殊仪式职能的高级教职

人员。

伊丽莎白一世继续强化了通过法律任命主教的方式。1566 年，女王颁布《规范王国大主教、主
教任命制度和祝圣仪式之法令》⑧，系统规范了英国主教任命的流程，包含了主教的选举、祝圣礼等
内容，成为女王执政时期主教任命制度的规范。法令首先重申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颁布的
主教任命法令，强调任命主教的依据就是“这个国家神圣的法令”，提出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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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主教的选举和任命制度，该制度得到了爱德华六世的继承和确认。自亨利八世时期确立的至
尊王权，决定了国王是王国内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的领导者，因此由国王任命主教的制度是合法的;

爱德华时期颁布的《公祷书》也强调了由国王任命主教。伊丽莎白女王被议会授予了同前任国王一
样的至尊王权，承袭了其任命主教的权力。因此，由女王组织主教的选举，根据《公祷书》的规定为选
定的主教举行祝圣仪式，最终由女王认定主教; 加盖女王印玺的委任状同样能够任命英国的大主教

和主教;被女王认定的主教，其合法性不能够再遭到任何人的质疑，而认定的主教应该宣誓承认并且

效忠于至尊王权，从宣誓之日起即生效①，违背宣誓或者不宣誓效忠至尊王权的教职人员，则按照女

王执政初年的法律进行惩处。主教不仅要自己宣誓效忠至尊王权，还要向教区内低一级的神职人员
推广此项法令，监督其宣誓效忠至尊王权。② 对于出现职位空缺的教区，女王有权代管，代管主教的
经济特权，并且可由女王直接任命主教或者大主教;对于隐匿教产的主教或者大主教，如果指控一经

核实，那么藏匿的财产将会永久性充作王室私产。③

尽管玛丽一世在位期间积极推行天主教信仰复辟，但是任免主教依旧是依靠法律手段。罢黜、

处决拥有新教立场的主教，还是任命天主教立场的主教，玛丽一世所依仗的仍旧是亨利八世时期建

立起来的绝对王权。如玛丽一世继位之后，随即以法令的形式宣布恢复杜伦主教区，还规定了杜伦
主教所享有的一系列特权，例如司法审判权、管理教产权、无须缴纳首年金等④，恢复了宗教改革之后
被剥夺的诸多主教的权力。但是该法令同样规定，女王及其继任者有权推荐主教的人选。玛丽一世
在任期间，通过法令共罢黜了 12 位教区的主教，包括克兰默在内的 4 位主教被以异端罪论处。⑤ 爱
德华六世到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末期，每一朝皆有罢黜主教的案例，按照玛丽一世时期英国共有 24

个教区计算，都铎中后期罢黜主教的教区数量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世俗法令管理宗教领域，

使主教制度同其他世俗领域一样，皆受法律规范，成为都铎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取消主教们的诸多特权。托马斯·莱格( Thomas Legh) 就提出，至尊王权实现的唯一途径
就是“国王掌握所有的司法权和管辖权，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这些权力”。⑥ 简而言之，就
是教会的审判权和管辖权必须交由国王，这也是英国改革主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克伦威
尔施行了一系列弱化主教的司法审判权的措施。1534 年英国议会颁布了《教职界归顺法案》( Act for
the Submission of Clergy) 规定，任何的司法仲裁最高申诉机构为大法官法院，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宗
教裁决，最终的裁决权取决于王权。爱德华六世进一步削弱了主教的宗教审判权，“所有的传讯、审
判和表彰都需要以主教或者大主教自己的名义进行，这项权力过去被罗马教廷所僭越，同王国的普

通法相悖离，所有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的审判权都源于国王，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宗教法庭都不

得僭越这一原则”。⑦ 法令同时规定，“拥有审判权的神职人员，应该将审判卷宗交由王室，并且加
盖国王的印章，如若违反，主教将被处以监禁”。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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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在 1559 年的《信仰统一法案》( An Act for the Uniformity of Common Prayer and
Divine Service in the Church) 重新承认了爱德华六世时期颁布的《公祷书》等宗教纲领性文件，并且对
于主教的职能进行了重新界定，要求主教们“在宗教审判和教会运行中推行此项法令，并且有权在自
己的教省和教区内监督并改正违背这些政策的宗教行为”。① 该法令以议会法令规范主教们的行
为，而违背该项法令的人群将被处以不同程度的刑罚。除了用法律规范主教的行为之外，该法令还
将异端的审判权收归议会，主教只起到辅助作用。法令规定，议会有权对“之前被《圣经》规定的异
端采取行动，之后被议会高等法庭(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定性为异端的人采取行动，采取的行动需
要得到教职会议的同意后方可进行”。② 都铎君主同时将开除教籍的权力收归国王。在中世纪，所
有的异端是由教会审判，但是处刑的权力则归属世俗君主，这种情况在宗教改革之后发生了变化。
“根据基督及其门徒赋予主教们的权力，他们可以在真理和信仰的感召下行使处罚的权力，并且由国
王监管。”③克兰默也提出了与中世纪传统相悖的观点，即开除教籍的权力掌握在国王手中，而不是
罗马教皇。克兰默认为，主教有权开除教籍，但是行使这种权力的前提是普通法认可了开除教籍的
决定，由主教执行决定;而一旦以法令的形式开除教籍，那么被授权的非神职人员也可以执行开除教

籍的法令。④ 简言之，教会行使权力必须在王权的框架下才能够有效，非宗教人士也可以参与这一过
程，正如克兰默所强调的，“上帝对于世俗政府的恩典，高于对教会的恩典”。⑤ 但是，收归审判权造
成了主教在宗教事务上权威性的不断下降。为了缓解英国主教权威不断降低的问题，伊丽莎白通过
设立宗教法庭来处理天主教徒的反抗案件。但是 1581 年之后，所有的天主教反抗案件都由专职的
治安法官去处理，各种宗教法庭主要处理遗嘱、婚姻之类的问题。⑥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宗教法庭设
立，本质上是一种政府改革的尝试，在加强王室和主教权威的同时，让非教职人员参与到宗教事务

中。⑦ 因此高等宗教法庭的设立，实则削弱了主教的权威。人们更加愿意承认高等宗教法庭的权威，

因为主教“所有的宗教审判权都源自于国王，他们还对至尊王权宣誓效忠，没有充分王权的保证，主
教甚至不能履行职责，除非得到高等宗教法庭的授权”。⑧ 由于伊丽莎白时期的宗教政策主要依靠
法律保障，因此主教们首先要履行英国的普通法，随后才是教会的诸项规定，当教会事务同世俗法令

相冲突时，教职人员同治安法官就会产生冲突⑨，而上文所述的诸项法令规定，主教需要遵循国王的

法令行事，具体裁决需要依靠特种法庭和王权，主教在宗教领域的权威不断下降。

最后是将主教的职能固定在布道信仰，并且宣传至尊王权。宗教改革之后，政府需要专业的
人员去宣传新的教义和国教会，就需要一批为至尊王权鼓吹的宣传者。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英
国的主教们逐渐淡出了英国的世俗事务，其在宗教领域的职能开始逐渐被重视，其中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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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主教的布道职能。约翰·费舍尔早在1525 年就宣称，布道职能同监管教会运行、圣事职能同样
重要。宗教改革开始之初，巴斯教区的主教、约克教区的教士都写信给克伦威尔，抱怨教职人员的
专业水平不足以适应政府对于主教的新要求。① 1536 年亨利八世颁布的一条王室命令规定，所有的
教职人员“完全遵循议会的法令，废除罗马教皇侵夺的不正当权力，承认国王是国家的至尊首脑”②，

与此同时，教职人员应当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中的每个星期天以该主题布道，并且在今后的每个

季度至少做两次同主题的布道。③ 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表示了支持，他呼吁每一位神职人员
“都应该遵守，并且监督其他人遵守国王陛下的每一项法令”。④ 1537 年颁布的《主教书》进一步
规范了主教布道的内容，“根据福音书，主教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监督、观察他们的信众，并且依据
《圣经》中的真理，正确地传递和教导基督的教义和宗教的观点，那些传播错误观点和教义的教职
人员，应该被纠正或者取代”; ⑤1543 年颁布的《国王书》补充了主教的职责，即主教的责任在于
“通过布道向民众传递真正的信仰”。⑥ 法令和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明确了宗教改革后英国主教的
职责是通过布道向民众传递信仰。

在爱德华六世继位之后，继续将布道视为主教的最主要职能。爱德华六世于 1548 年颁布了一
则王室公告，公告称:“如果没有国王、护国公或者坎特伯雷大主教颁发的许可证，禁止主教对民众布
道。”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国王的授权，任何主教不得随意布道，也不得向低一级别的神职人员颁布许
可。爱德华六世时期任用的 8 位具有新教倾向的主教们，很好地履行了这项职能。胡珀 ( John
Hooper) 、雷德利( Ｒidley) 、波内特( John Ponet) 等主教都有布道词或者宣传册传世，其内容也都是宣
传新教思想和至尊王权的。⑦ 玛丽一世继位之后，也延续着主教专职布道的改变。她于 1554 年发布
法令，要求每个教区的民众都必须参加堂区教堂的布道，这是每个民众应尽的义务，并以此聆听上帝

的真理，达到真正的团结。基于此种目的，为了能够更好地引导和教育民众，玛丽一世要求所有的主
教的布道应该“宣传统一的秩序”，而对于那些在布道词中冒犯王权的神职人员，需要在公开场合进
行布道认罪，并且在六个月后再做另外一场类似的布道。⑧ 而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之后，重新确认了
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诸项关于宗教的法令和文件，重新颁布了《公祷书》，对于主教职责的
规定，重新回到玛丽一世继位之前。从宗教改革开始，英国主教们的主要义务变成了布道，布道的
内容则受到王权的管控，即宣传君主所持有的宗教立场: 从亨利八世时期的至尊王权，到爱德华六

世和玛丽一世时期的新教和天主教之争，主教们成为宣传官方宗教立场和政策的有效工具，并且

受到世俗法令的辖制。

通过各种改革措施，英国的主教已经从都铎初期的兼任教俗两界职务，变成了专职宗教宣传

的专业神职人员。关于都铎时期主教的地位，诺里斯( Knollys) 在 1589 年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亨
利八世执政时期的第 25 年法令规定了这个国家主教们所拥有的权力，并在女王执政初年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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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所有的主教不能要求拥有超越该法令规定的权力; 类似的要求也是不合情理的……如果女
王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宣布这个国家不再拥有主教，我们不能对此有任何的抱怨和不满。”①可以
说，在都铎末期，英国的主教制度已经成为至尊王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教们在退出世俗事务的

同时，在宗教领域行使的权力也不再依靠教会法或者是教皇的谕令，其行使权力的依据是议会的法

令，以及王室公告等，并且行使的权力需要时时受到王权的监管;与此同时，在王权的授意下，主教成

为国王宣传至尊王权、建立新的宗教秩序的工具。通过都铎君主的改革，民众对于宗教的认识，也逐
渐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奎斯迪尔所言，“宗教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以国家利益的角度行使权力的群
体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民众的宗教倾向。在 16 世纪晚期到 17 世纪早期的英国，人民对于罗马教会的
态度，不仅仅受到教义方面的影响，也受到国家—教会关系理论的影响”。②

三、主教制度改革对近代国家建构的作用

16—18世纪是英国近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研究都铎政治史的权威学者埃尔顿( G. Ｒ. Elton) 将
都铎王朝时期的政治变革称为“都铎革命”，认为 16 世纪英国确立了议会主权，促进了英国从中世纪
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③ 因此，近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本国事务的主权完整。宗
教改革之前，英国对于本国宗教事务的主权并不完整。

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同时存在两个行政体系:以教会为核心的教权体系和以王权为核心的世

俗权力体系。④ 这两个行政体系在中世纪被神学家们概括成为“双剑理论”。两个体系在管辖权、从
属权等方面的争论，持续了整个中世纪。教区的主教，恰好是两个体系的交叉点，主教的权力来源具
有双向性，在封地内的权力源自王权，在信仰方面的权力来自教皇。宗教改革开始后，针对主教制度
的改革，实现了主教权力来源的单一化。宗教改革建立的安立甘国教会，第一属性是国家的教会，而
非罗马教会的分支。主教制度的改革也是围绕教会国家化展开的。

首先，主教制度改革在政治理论上完善了至尊王权。英国的理论家们重新塑造了王权对于主教
任命权的掌控。在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之前，并不存在主教和其他教职职位的区别，任命并不依赖
于特定的权威，因此，在这一时期教职选举往往由使徒们依据传统观点直接任命抑或委派，有时民众

可以自发的选举主教; ⑤克兰默对于主教任命的历史也做出了论述，“在《圣经·新约》中，被任命为主
教或者司祭的人，并不需要以《圣经》为媒介举行祝圣仪式，民众的选举抑或国王的任命足以使他们
的职位合法化”，“如果一个地区的主教或者教士去世，那么国王可以依据上帝的律法任命新的主教
来接替他们的位置”，⑥除了克兰默之外，1537 年颁布的《主教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即在基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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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历史中，主教和司祭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非常明显，其职位也并非像中世纪那样重要;在主教任命

的问题上，并不是由教皇所主导，而是由国王或者民众所选举的，其任命方式同中世纪有着本质上的

不同。关于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关系，早在中世纪晚期就被理论家们反复争论。廷代尔 ( William
Tyndale) 认为，神职人员乃至主教都应该臣服于世俗的国王，因为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其在自己王
国内拥有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并且只对上帝负责。威廉·巴罗( William Barlow) 认为非教职人员也
有权任命神职人员或者主教，其理论的依据是，《出埃及记》所载，“上帝赋予摩西特权，使其任命其
兄弟阿隆为司祭”;克兰默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主教可以依据《圣经》任命司祭，那么
国王或者统治者也可以依据《圣经》任命主教，既依靠上帝赋予的特权，也需要民众的选举;由于主教
已经行使了此项权力，君主也应该行使，君主治下的民众也应该有权选择他们的主教或者司祭”。①

所以，如前文中所提的案例，沃姆认为国王作为世俗的统治者，无权干预主教任命的观点，已经被理

论家们依据《圣经》予以否定。但是，克兰默、巴罗等人的观点只代表改革派的观点，保守的主教们并
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并以一种极端的案例进行反驳。他们提出，“如果国王作为国家的至尊首脑，可
以把任何一个人作为主教的人选进行推荐或者任命，不用遵循任何的秩序，如此选出的人选难以成

为称职的主教。”②针对保守的主教们的观点，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也做出了回应。爱德华·福克斯
( Edward Fox) 在《王权和教权的真正区别》中论述到，“教士拥有神圣的权力统治教会，但是王权让这
种神圣的权力行之有效”。③ 他强调，在基督教的早期历史上，主教和教士在职能和地位上并没有本
质的区别，甚至两个称谓有时是可以通用的，正是罪恶的不断增长，促使教会出现职能的划分。④

1537 年颁布的《主教书》也有类似的观点，指出司祭和主教其实是一个职位，“《圣经·新约》没有提及
在教会中划分教士的等级，只有执事( deacon) 或者牧师( minister) ，司祭或者主教”。⑤《国王书》更加
明确地指出，司祭和主教实属同源，教会中只有两个层级，即执事和司祭。⑥ 这些官方的宗教改革文
件中勾画了宗教体系的架构，即主教和次一级的教职人员之间，一开始并无从属关系，王权可以延伸

至更加基层的宗教组织，进而加强集权，控制英国的教会系统。虽然这些论断有些合理性存疑，例如
在使徒时代是否存在主教一职高度存疑，但是在理论上强调了王权对于主教任命权的控制。玛丽一
世作为一位具有天主教信仰的君主，曾经试图将拟任的主教名单送至布鲁塞尔交给雷纳金·波尔审
定，此举被约翰·福克斯认定为触犯了蔑视王权的罪名。⑦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改变，英国国教会的
核心职位人选，完全由国王的议会决定，罗马教廷无法干预。宗教改革之前，由罗马教皇推荐外籍主
教的情况彻底消失。

王权成为主教们效忠的唯一权力，宣誓效忠至尊王权是主教任职的根本要求，从基督教世界的

主教变成英国国教会的主教。宗教改革之前，英国的主教们对于王权的效忠是有限度，一些持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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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立场的主教们，相信教权高于王权，拒绝承认至尊王权。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 ( John
Fisher) 强调，“国王经常会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手中拥有着无与
伦比的权力。在我看来，国王们应该服从于教会的法令，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遵循”。① 如温彻斯特
主教斯蒂芬·加德纳( Steven Gardiner) 这样的主教群体也持类似的立场，即他们是基督教世界的主
教。宗教改革之后，在英国法令的威慑下，主教们纷纷改变立场，服从于国王的权力。宗教改革之
后，主教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曾经反对至尊王权的杜伦主教卡斯伯特·斯滕托尔( Cuthbert Tunstall)
就公开抨击了罗马教皇权力的不合法化，他指出教皇在英国的权力是被错误估量的，而且民众对教

皇的崇敬也是不被国王认可的，无论是平民还是教士，应该服从国王的至尊王权。② 主教们服从的至
尊王权，不仅仅是议会法令赋予亨利八世的个人权力，而是一种公共的权力。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
两个身体》中阐释了都铎时期的一种政治理论，即“国王在他里面有两个身体，即一个自然之体、一个
政治之体……他的政治之体由政制和治理构成，其构成之目的为指导人民，以及管理公共福利”。③

在这里，康氏将国王的权力位格进行分解，分为国王的个人权力位格与以国王为代表的公共权力

位格。亨利八世去世后，由议会赋予国王的“至尊王权”由其继承人享有，即公共权力位格由都铎
王朝的继任君主继承，这体现了英国在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国王的私有权力向公共权力的

一种转变。
其次，主教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君主的宗教管辖权。宗教改革之前，教职人员作为封臣，受

到国王的管辖;但是作为教职人员享有司法豁免权，在婚姻契约、开除教籍等方面享有绝对的权
威;同时是所在教区的首脑，对于所在教区拥有管辖权。作为宗教改革开始之前教皇任命的最后
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拥有很多中世纪大主教的特权，如司法审判权、教区的巡视权、主教
空置教区的临时管辖权和任命新主教的权力，等等。④ 例如，在克兰默成为大主教之后，随即任命
了自己直接管辖教区的教职人员，其兄弟艾德蒙( Edmund) 在其直接任命下担任了坎特伯雷教区的
要职，而艾德蒙所任职位的前任威廉·沃姆( William Warham) ，则是前任大主教的侄子。⑤ 除了任命
新主教之外，大主教还对其次一级的主教实行监管权，根据汤普森的研究，都铎前期大部分的教区

主教都在自己的教区居住⑥，从而对教区实行监管权，并且能够在本教区内实行一定限度的改革。
宗教改革之后，王权接管了教区内的一切世俗事务，剥夺了主教的特权。与此同时，主教一个重要
的职能，就是在宣传宗教教义的同时，宣传至尊王权和政治服从，⑦英国主教们的国家属性愈发

明显。
最后，主教制度改革使主教群体的信仰服从于政治现实。英国宗教改革之前是教权和王权并立

的“一体双头”模式，教职人员往往以信仰的名义，挑战君主的权威。正如霍布斯指出的那样，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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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制度改革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国家建构

教体系国家，“国民与教民已经合为一体”①，因此，主教以信仰的名义，违背国王意志的行为，是主教
制度改革的重点。主教需要推行国王的宗教政策，即便这种政策和主教本人的宗教主张相悖。宗教
改革开始之前，英国的主教们在信仰问题上拥有自己的立场，在宗教立场和国王的政治诉求相悖时，

主教们更愿意坚持自己的信仰。1534 年亨利八世询问费舍尔是否愿意宣誓效忠《至尊法案》时，费
舍尔直接拒绝道:“我不会参与其中，因为这项法案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宣誓，那么我将背叛我的
心灵，如果我不宣誓，我将面临审判。因此我不想参与这件事情。”②正是因为拒绝向法案效忠，费舍
尔最终被亨利八世处决;但是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主教对于宗教立场的坚持，已经让位于国家的

宗教政策。玛丽一世时期流亡至欧洲的主教，部分在伊丽莎白时期重新任职，这些人在流亡期间得
到清教徒的大力支持。因此重新任职后，这些主教主张英国教会应进行彻底的清教改革，继续改变
教义、改变教职人员的世俗属性、改变《公祷书》的内容。③ 但是这与女王的宗教宽容政策相背离。
在女王的要求下，这些主教不再坚持清教改革，转而支持宗教宽容。因此，英国和欧洲的清教徒谴责
道，“过去我们认为女王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今天我们意识到主教才是这一切的推手”④。女王的
目的，在于避免宗教分歧造成社会的分裂，这符合英国的利益。因此，女王避免信仰的多元化，主教
们也积极响应。桑蒂斯主教在 1571 年议会中宣称，“宣称宗教的多元化会对国家造成危害，我们应
该信奉同一个上帝、同一个君主、同一种信仰、同一种职业……分化会弱化国家，团结一致才能使国
家强大。我们应该在宗教上团结和统一，使之成为保卫国家的基石”⑤。正如科林森所言，“伊丽莎
白时期没有英国人相信或者支持宗教的多元化”。⑥ 1536 年的《日内瓦信仰告白》( Geneva
Confession) 公然表示反对主教制度。⑦ 英国的清教徒们也纷纷响应日内瓦的号召，面对日渐强烈的
质疑声，英国的主教们也开始为主教制度辩护，认为加尔文本人对于英国的主教制度是持支持态度

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怀特福特( John Whitgift) 。英国的主教们意识到，反
对英国的主教制度，本质上就是对于英国政体的反对。怀特福特认为，如果英国实行长老制度，“无
论在宗教领域还是世俗领域，都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僭越”。英国的主教不应该在世俗事务中扮演
任何角色，而是专事宗教事务。⑧ 柯林森认为，清教势力在英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的背景下，英国的
主教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支持伊丽莎白一世所建立的国教会，要么支持激进的加尔文派，而政治因

素驱使了像怀特福德这样的人选择前者。⑨

英国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建立了拥有国家属性的国教会。由于承认国王是英国教会的
领袖，英国教会就需要服从王权和议会。作为国教会的中枢，主教制度的改革也体现着相同的特点。

都铎王朝晚期的主教们认为，主教制度的形制是早期教会创立的，但是其运行需要得到女王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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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保障。① 议会颁布的法令已经成为英国国教会有效运行的基本保证。与此同时，英国国王掌
握了主教的任免权，王权成为主教权力的唯一来源，这就使得主教必须服从于王权。主教的个人宗
教立场要让位于国家的政治现实。通过改革主教制度，国王掌握了本国宗教事务的管辖权。

结 语

教权服从于王权是近代早期国家建构的重要标志。都铎王朝是英国近代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

教会在这一时期失去了独立权力中心的地位，并且接受国家的控制。②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的
关于基督教国家中教会地位和性质的观点，是近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理论依据。他指出教会的职能在
于宣传“基督教信仰”，并将宗教信仰“结合在一个主权者的人格中的一群人，他们应当在主权者的
命令下聚会”。③ 宗教改革后建立起来的英国国教会具有国家属性。国王拥有本国宗教事务的管辖
权。主教制度改革是英国宗教国家化的具体体现。

宗教改革之前，英国主教群体是国王的重要幕僚，在世俗事务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同时，主教
在宗教事务上也拥有诸多特权，如司法豁免、独立审判教职人员、开除教籍等特权，这些特权分割了
国家的司法主权。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国王通过议会法令，将主教的职能限制在宗教领域。英国国
王收回了主教的特权，免除了其司法豁免权。国王法庭可以审判主教，国王拥有国王法庭和宗教法
庭的最高裁决权。而主教对世俗事务的参与度逐渐降低，到都铎王朝末期，主教几乎完全退出了世
俗事务决策群体，开始专职宗教事务。其最重要的职能在于推行国家的宗教政策，引导民众服从于
至尊王权。

通过主教制度改革，国王和议会掌握了主教的任免权，不符合国王宗教理念和宗教政策的教职

人员被排除在主教群体之外。国王和主教的关系不再具有封建土地性质，二者的关系变成了近代国
家君主和臣属的关系。英国国王对于教会的控制，终结了在中世纪长期存在的关于王权和教权的关
系的争议。主教制度改革是英国近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步骤，改革后的主教制度成为国家建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

［本文作者赵博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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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This proslavery ideology of the southern white physicians imposed great impact on the

American history，especially the southern socie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Even after the

Civil War and the Emancipation，scientific racism constructed by the white physicians was still the

popular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Southern white society， becoming the significant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Social Darwinism．

Cao Jiaqi，The Issue of the Autocephaly of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and‘Dispute over the

1686 Documents’

The dispute over the autocephaly of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 is a hot issue in the Orthodox world

recently． The poin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matter is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documents of the Church

relating to the transfer of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 from 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Patriarchate of Moscow in 1686． In this controversy，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claimed that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 was never transferred，but only that the right to ordain the Kyivan metropolitan

was transferred to the Patriarchate of Moscow． However，the Patriarchate of Moscow did not recognise the

‘partial’，‘temporary’and‘conditional’characters of the‘transfer of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in

1686． It tried to prove from the canonical point of view that the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ferred

the right of ownership of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 to the Ｒussian Orthodox Church‘in perpetuity’in

1686．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of two patriarchates were full of competitive

color and constructivism meaning． Both of them aimed at legitimising their own actions in the present-day

context of the autocephaly of the Orthodox Church of Ukraine，which further elevated the‘transfer of the

Kyivan Metropolitanate in 1686’to the level of an ideological conflict．

Zhao Bowen，The Bishopric System Ｒeform and the State-Building of England during

the Ｒeformation

The Ｒeformation in England was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in the English history． The Tudor

monarchs established the Anglican church which obeyed the royal supremacy and was independent of

the Ｒoman Church．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the Ｒeformation，the English monarchs took over the

right to appoint the bishops and fixed it in the form of law． In the late Middle Ages，the English

bishops were both vassals of the king and ambassadors of the Pope，with dual identities and functions．

The English Ｒeformation ended the feud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bishops，and turned it

to the comm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s and their subjects． The power of the bishop was also

limited to the religious field and a series of religious privileges were abolished． By reforming the

161



世 界 历 史 2023 年第 4 期

bishopric system，the English monarchs achieved complete judicial jurisdiction in both religious and

secular fields． The English bishops became the defender of the royal supremacy． The reform of the

bishopric system accelerated the monarchs in controlling over the Church of England，which was a

crucial step in State-building in Tudor England．

Dong Ziyun，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Gallicanism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Ｒoya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 in Cosme Guymier's Glosses to 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Cosme Guymier，a Parisian canonist，published his glosses to 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in 1486，in which he elaborated his conception of roya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 In terms of the royal

power，Guymier put forward principles， such as Ｒex Francie in temporalibus superiorem non

recognoscit，the male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the inalienability of the kingdom，and the Parlement as

a limit on royal power． In terms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he adopted the position of conciliarism and

advocated the judicialisation of the Church organisation． Although he was opposed to Pope's lucrative

undertaking with regard to the benefices and the appeal omisso medio to the Pope，he was also a

criticiser of royal judicial officers' usurpation of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 by means of appel comme

d'abus． A systematic study of Guymier's theoretical work shows that there indeed existed certain

homogeneity between his conception of two powers． Nevertheless，he did not simply copy conciliarist

ecclesiology to the French royal power，but made many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French monarchy． Guymier'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wo powers in Glosses to 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may help to explain the reason that France did not promote a Ｒeformation in the

16th century which was like the Ｒeformation in England．

Lei Juanli， The Microhistory Writing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on the Japanese

‘Comrades-in-Arms’Group and the Burma Battlefiel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Japanese‘Comrades-in-arms’groups emerged as a derivative of

the Japanese wartime‘local troops’． These groups we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regional affiliations，

kinship，and other social connections． They shared strong bonds of camaraderie during the time of

fighting on the battlefield． They were comprised of both war witnesses and early postwar researchers of

war history． They paid their attention to the Burma battlefield，adopted a writing style of microhistory

of war，compiled the history of divisions and regiments involved in the war，and published personal war

records and memoirs， creating a valuable collection of ‘first-hand’ documents that ex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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